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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是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其德性学说及其批判精神独具特色，并影响到宋明

以后的儒学发展。除了孔子及原始经典之外，诸子百家之学皆在其批判之列，其中，宋代的性

命之学（亦即心性之学）是其批判的主要对象。 

一 

叶适对当时盛行并成为儒学主流思潮的性命之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性命之

学的先验超越根据的批判，认为这种学说无法经受实际生活经验的证明，只是后儒的一种臆测

和想象，他称之为“影像”。这种影像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追根溯源，他将宋代

性命之学追溯到《大学》、《中庸》、《易·系辞》等儒家著作以及孟子，否定了从孔子到曾

子、子思再到孟子的所谓传承谱系，主张回到孔子；而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汉代以前

直到先秦的周朝。他之所以这样作，正是为了重新建立儒家德性之学的谱系：孔子开创的儒家

学说不是后儒所说的先天性命之学，而是重视后天经验的德性之学。 

二是性命之学无益于事功。朱子说过，永嘉之学“偏重事功”，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学者都承认

叶适（永嘉之学的主要代表）提倡事功。但叶适除了提倡事功，更重视提倡德性，并且主张德

性与事功的统一，而不是纯粹个人的功利主义，当然也不是提倡纯粹个人的善。在叶适看来，

性命之学既然得不到经验事实的验证，不能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那就只能是个人的内在体

验，而缺乏客观有效性。 

宋代的性命之学，以形而上学的形式确立了人生的普遍价值，其理论根据是以性为天所命、心

所具的先验人性论，或者以心为性、为天的心性之学。叶适作为一名儒家学者，自然很关心人

性的问题，但他不能接受心——性——天合而为一的先验理论，而是主张回到孔子的“性相

近，习相远”的学说，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使儒家的人性学说变成经验之学。因此，他与

理学家对孔子学说的取舍与解释是不同的。比如《论语》开卷的头三句话，“学而时习之”等

等，曾受到叶适的高度重视，认为孔子“成德之功”全在于此，但在理学家看来，这些话虽然

很重要，但必须以先验性善论为前提，正如朱子所说，其目的是“明善而复其初”。 

这是可以理解的。理学家在佛教心性论的刺激、挑战之下，需要找到人性的超越根据，以说明

善的普遍必然性，并以此与佛教相抗衡；但在叶适看来，儒者不必建立超越的根据，也不必如

此看重佛教而仿效之、是非之，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中国宗教，各安其所安而已。“夫彼安于国

俗之常，不我效而我反效之，又置是非毁誉于其间，何哉？”（《习学记言序目》，第５５７

页）这是一种开放的同时又是以儒为本位的德性观，其内在的理论依据便是由孔子所开创的重

视经验学习的获得性理论。这种德性观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以“习惯”为德性之主要来

源的德性观倒是很相近，而与理学家所主张的心——性——天合一的德性观有所不同。 



从心灵哲学的角度看，人心究竟是什么，这是理学心性论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一些重要的理学家无不承认有“心之本体”或“本体之心”的存在，他

们的形而上学心性论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体认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二程、朱子，还

是陆象山，都承认心即理，心即性，心即天。朱子的“心与理一”之学，不仅是他的理论所要

达到的最后结论，而且是他的理论的基本前提。牟宗三先生将朱子所谓心说成形而下的认知

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说到朱子心论的一个层面（形而下的层面），却有意无意地否定

了朱子心论的另一个层面（形而上的层面）。从形而上的层面上说，心即是性，即是理，因此

才有“心与理一”之说，否则，“心与理一”从何说起？理学家的性命之学必然落到心性关系

问题上，而心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所有理学家都没有例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叶适并没有区分哪种性命之学，而是将他们统统归之于“后儒”，将他们的学说归之于“性命

之学”、“心性之学”，而进行了批判，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叶适看来，人心就是平常人之心，平常人之心就是生死利害之心，并没有什么本体之心。他

把人心恢复到经验心理的层面，一切争论如人心道心、未发已发之类就统统变成了心理过程而

不是形上形下、本体作用一类的问题，“性命”之学也就从形而上的言说中被取消了。“人

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远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

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胶于中者也。”（同上书，第５２页）这是从生物学、心理学的

意义上说人心，实质上是情欲问题，如果说这是性，那么，这是从荀子、告子而来的。所谓道

心，只是“心安”之谓，使利害生死之心能“安”者就是道心。这里所说的“安”，可解释为

道德情感或道德良心，如同孔子所说“女安则为之”之“安”，而与先验道德本体毫无关系。

因此他又说：“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同上书，第７３６页）人

心只有一个，即经验之心，故易见；执中是经验综合中的正确选择，故易知，且易行。所谓

“不言性命”者，不言“天命之谓性”那一类的性命，并不是完全取消性命。其实叶适也是讲

性命的，只是不讲先验主义的性命之学。他说：“‘天命之谓性’，……盖人之所受者衷，非

止于命也。”（同上书，第１０７页）这个“衷”是指形而下之气，不是指形而上之道，因此

他对《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易有太极”之说更是

极力反对。总之，“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叶适集》，第７３０页）超

然遗物而独立者就是超越者，叶适认为没有这样的超越者，理学家既然以性命道德为这样的超

越者，所以他不言。“后世儒者常言人心自有天理，嗟夫，此岂天耶？”这里所说的“人

心”，其实是指理学家所谓本体之心，他认为这样的心是没有的。至于天，叶适有另外的解释

（详后）。 

叶适否定“天命之性”，也就是否定理学心性论的超越根据。理学心性论以天道性命为绝对超

越者，且为人心所具有，他们之所以建立这套理论，是为了从终极的意义上解决人生的“安身

立命”的问题，理学的人文宗教精神主要体现在这里。叶适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关心人生价值的思想家，但他并没有走上“内在超越”（当代新儒家的说法，姑言

之）之路，而是关心人的现实存在，重视人的经验认识能力，并以此建立其德性之学，其策略

则是回到儒家“原典”，重新审视人性问题。他明确提出：“古人不以善恶论性也，而所以至

于圣人者必有道矣。”（《叶适集》，第６５３页）理学家虽有两种性之说，但从本质上说是

先验性善论者，“不以善恶论性”正是针对这种理论而发的。他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并不以善

恶作为德性论的前提，这是有见地的。 

不以善恶论性，并不是不讲德性，也不是不讲善，叶适的德性之学就是“成圣”之学，圣贤人

格即体现了善，但其根据并不是超越的绝对的“必然性”，而是别有“道”，这所谓“道”是



什么？ 

这所谓道就是他所说的“人道”，而不是“天道性命”之道，“人道”与“天道”是有分别

的，而不是如同理学家所说，“人道即天道”。人道是指人的现实的社会活动及其规则，这种

人类活动是感性的、经验的、实践的，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谓道就是“人情物理”（同上

书，第９５页）。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德性，在生活世界中实现德性，在日常语言中讨论德性，

这就是叶适所主张的成德之学。把超越的理想境界转换成生活世界，这就是叶适所做的全部工

作，也是叶适所承担的责任。如果说，明清之际普遍出现了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召唤”，那

么，这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从理论发展而言，叶适等人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二 

理学家也很重视生活实践、日常生活，成德之学要在“人伦日用”中完成而又见之于“人伦日

用”，但其前提预设是“天命之性”，实践是为了“复性”，而性是先天具有的。叶适并不承

认有先天禀受之性，成德只能靠后天经验的积累，他称之为“畜德”。畜者积也。“夫德未有

无据而能新者，故必多识前言往行以大畜之，然后其德日新而不可御矣。”（同上书，第１７

页）“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又著于大畜之象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同上书，第１８７页）这里明确提出德性的根据问题。 

事实上，理学家是很重视根据问题的，不过，他们认为，只有超越的根据（即天命天道）才能

保证德性之善具有普遍必然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根据能够保证之。应当说，理学家的这种形

上诉求，更多地是建立在人生体验和信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知识学”之上，也不是经验证

明或理性证明的问题。在西方，康德建立了道德形上学，但“实践理性”、“自由意志”何以

可能的问题并没有证成，而只是一个“设准”（最后诉之于信仰）。牟宗三先生提出“智的直

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人何以有理性直觉，从理论上也很难证明。而在叶适看来，理学家

所说的根据既无法验证，就等于无根据，就是“无据”，无据便不能成德、新德。要为德性找

到真正的根据，就要从形而上的超越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回到生活世界，以“多闻多见”的生

活经验为根据，这才是可验的，也是可靠的，更是符合孔子学说的。孔子的“修德”之学就是

以“多闻多见”、“择善而从”为其根据的。当然，孔子也有“天生德于予”、“知天命”等

说，对此叶适则不取。 

在经验学习之中，叶适特别强调“多识前言往行”，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是特别值得重

视的。这种历史意识表明，人是历史的存在，是历史经验的承载者，因此，需要从历史经验中

吸取智慧，需要靠先贤的言行纪录滋养德性，而不能离开历史的空间谈论形而上的性命之学。

他将孔子视为成德的典范，而不是超越历史时空的神圣偶像。他并不讳言孔子孟子（他对孟子

有批判有称赞）之“迂阔”（见《叶适集》，第６７４—６７５页），就是说，他并不以成败

论英雄，不以得失论圣贤。因为孔、孟作为历史“典范”，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使后世人有所

遵循。因此，除了当下的生活实践和经验之外，还要在“前言往行”即历史“典范”中去学

习，这样的历史“典范”是非常重要的。他批评后世儒者常常离开历史“典范”，自己创造出

一套虚幻的理论，使其成德之学“无据”，自然也就不能成德。他之所以坚持孔子“述古”而

不“作古”，就是为了恢复历史“原典”，从中吸取精神营养，而不是向往“无据”之创造。

叶适开创的这种历史谱系学，与他的知识谱系学是互为条件的。 

从历史谱系学的角度看，历史人物、事件及其历史记载的文献、典籍都有其真实性、客观性，



这构成历史的“实事”，并由此证实了历史的延续性。历史人物就是在不同的历史空间中活动

的，而历史经验是靠他们积累的，所谓孔子“述古”而不“作古”，就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尊

重。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谱系之中，只有承认这一点，人

的存在才是有“据”的，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也是有“据”的。时间是进行的，事物是变化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都可以纳入到历史的序列，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周易》所谓变化

之道也不例外。这是广义的历史。 

但是，在事物变化之中，又有一贯之“统纪”，即所谓“道统”（此“道统”与程朱所谓“道

统”不同），这就是物有变而理不息，“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习学记

言序目》，第１８２页）。“止”者止于物也，道是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道之所以存

在也是有“据”的，其据就是历史的“实事”，这也就是理之所“止”。叶适并不反对讲义

理，“然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同上书，第２０５页）。这里所说的“史”，

是指广义上的历史事实，包括人的存在及其言行。如果离开历史事实而空谈义理，那就是“影

像”，影像不是真实存在。他评论孟子说：“若孟子之论理义至矣，以其无史而空言，或有史

不及见而遽言，故其论虽至，而亦人之所未安也。”（同上）换句话说，孟子所论之理义（即

义理）无非是“影像”而非真实之论，故不能使人心安。由此看见，“实事”与“影像”之

说，是叶适基于历史意识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 

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而言，叶适坚持认为，孔子的“思学兼进”（见《习学记言序目》，第１

８６页）的方法，是成德的根本途径，而多闻、多见之学，则居于首要地位。这里也有时间观

念，凡见闻之知都属于经验范畴，凡经验都是在一定时间中获得的，常常因时而异，因地而

异，孔子之时的人与事与南宋之时的人与事有所不同，所经历的人生经验也不同，就此而论，

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古代社会，得到与古人一样的经验，因此，他是反对“泥古”的。即使是

同时代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经验，但是，他相信经验中凝聚着共性，个别中包含着通

例，正如孔子所说，“德不孤而必有邻”，就是说，德之所以为德，固有其相似性、相通性、

一贯性。这是靠心之思而得以存在的，而思又不离耳目见闻，由此而“内外交相成”，并保证

其客观性。就思维方式而言，这是比较典型的经验综合性思维，而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获得科学

知识，而是成就人的德性，使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相反，所以它是富有价值内涵的。 

“内外交相成”的方法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理性能力，肯定了思；但其根本立足点则是建立在经

验之上的后天获得性理论，耳目聪明起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活动———

从所见所闻中形成人生的品质、美德，这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它对宋儒的心性之学从源头上

进行了考察并进行了批评，除了对“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

之道”、《乐记》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等重要学说一一进行批评之外，还特别对孟子的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的说法进行了严厉批评。 

他将《洪范》视为最古老的典范，而将其“耳目聪明”之说与孔子的“多闻多见”之说视为古

人畜德的经典叙述，以这种阐释策略将孟子以至后儒的先天心性之学排斥在知识谱系之外，试

图重建儒家的德性之学，这在当时心性之学已经盛行并且变成权威的情况下，从儒学内部掀起

了一股强有力的批判思潮，真可谓异军突起。 

所谓“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的责问（同上书，第２０９页），固然有言辞过当之

处，因为孟子并没有否定耳目是“官”，只是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只有心之官才能



思而“得之”。这表现了孟子的理性主义特点。但在叶适看来，耳目之官既然“蔽于物”，此

所谓“官”也就不成其为内外交相成之官了。德性之学，“以聪明为首”，这是叶适立论的根

据之所在。聪明出于耳目，耳目虽不思，但心之所以能思，正有赖于耳目。人何以不能相信自

己的耳目聪明？贵心而贱耳目，贵思而贱聪明，其议论看起来很玄妙，实际上是“辩士索隐”

之流，“断港绝潢”之论，并不能真正完成德性。在儒家学者中没有人比叶适更重视经验的重

要性了。 

德性成于学，学成于耳目见闻，以及由“前言往行”而得的历史“典范”之知，这被认为是儒

家成德之学的真正的“统纪”即“道统”，这个“统纪”即“道统”是前后一贯的，不应有断

绝。生当千百年之后，亦能“接尧舜禹汤之统”，但只能回到生活世界，回到生活经验，使用

日常语言，从日常行为中踏踏实实培养人的德性，这就是叶适的知识考古学所要告诉我们的。

但“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成德也”（《叶适集》，第６０３页）。所

谓先天的必然性，所谓超越的根据，所谓心通性达式的直觉体验，在叶适看来，只能说而不能

作，于成德之学无补。就此而言，叶适对先验论的批判是很彻底的。 

我们知道，先天与后天，经验与理性，人道与天道，这类问题确实是宋明哲学反复讨论的重要

问题，而凡言性命、心性者无不诉之于先天学，这已经成为理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叶适以

其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敢于破先天之学，而立后天之学，给予经验世界以重要地位，赋予人的

感性存在以正面价值，正视人生遭遇，面对人生问题，以其知识谱系学的策略解决德性问题，

开出了儒学发展中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主义传统，使人们能够在现实存在之中“畜德”、“成

德”，应当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叶适的德性之学，更加容易贴近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 

历史意识使叶适的学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德性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或者说增加了历史性内容，这就是，德性能够而且必须容纳功利，并且以功利为基础。 

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学说，很可能是互相冲突的。宋儒也经常讨论“计功谋

利”与“明道正谊”的关系问题。宋儒的心性之学虽不是义务论，却与义务论可以相容，但是

与功利主义却是对立的。叶适并不是功利主义者，而是德性主义者，但叶适的德性主义却能够

与功利相结合，因而是一种独特的德性学说。 

所谓德性，可以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就其社会层面而言，可以表现为道义论或正义论，叶适

的德性学说便有这方面的意义。在叶适这里，道义、正义不能离开功利而存在，正好相反，它

无非是解决功利问题的道德原则，这原则即存在于功利之中，包括利益分配等等。离开功利，

所谓道义、正义就成为无实之“虚语”，失去了任何意义。由于宋儒的学说不计利害而追求完

美、至善，叶适批评说：“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习学记言序目》，第３２４页）。但是，如果由此断定，叶适是功利主义者，宋儒是道德

主义者，则似乎有失公允。宋儒的不计利害，并不是不要甚至反对利益，而是以道德为最高原

则，只要合于义，富贵也要，只有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宁可取义而不要利。叶适的重视功利，

也不是不要道义，而是以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判定道义，由于道义视功利之合理与否而定，因此

没有冲突不冲突的问题。叶适只是提出了道义原则，至于这个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并没

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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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和功利不是一回事，道义可以与功利结合，也可以不结合，各自都能成为一种学说，一种

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同的主张。董仲舒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教式的道义论，他的理论基本

上被宋儒所接受，但内容发生了变化。叶适的道义论不仅容纳了功利，而且以功利为其判定基

础，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所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同上书，第３８６页），就

是以功利、利益原则来体现道义，而不是用道义去限制利益。这种学说对当今社会而言，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在肯定功利的同时，叶适特别强调商业利益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这不仅反映

了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反映了叶适德性学说的时代性。与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不

同，叶适明确指出：“市者，天下之利也。”（同上书，第１５页）并批评“抑末厚本”之论

“非正论也”（同上书，第２７３页），他还肯定商人对社会的贡献，认为是“州县之本，上

下之所赖也”（《叶适集》，第６５７页）。问题不在于叶适生活的时代有没有商人和商业经

济（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在于叶适作为一名儒家学者，能够看到商业经济及其利益的重要

性，并对商人（富人大凡与商业有关）作出极高评价，这是一般儒者难以企及的。按照这种说

法，商人也有德，贡献于社会，就是最大的德。这与“为富不仁”、“商人无德”等说法确乎

是不同的。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他试图建立新的正义原则，实现“以利和义”的社会发

展。这就更加值得我们重视了。 

叶适所要建立的原则是“现实原则”，还是“理想原则”，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叶适决不是没

有理想的人生追求，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认为，在一切现实原则之中，体现着德性原则，

即实现完美的人格，以圣贤为人格典范，这就是叶适的理想追求。而他所说的圣贤人格，与宋

儒所说的境界、气象确实不完全相同，他不是以“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心灵境界作为

圣人的标志，而是将道德理想与事功结合起来，突出其社会价值。 

原载《哲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